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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臺灣民主化後，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面對各方要求拿出績

效的壓力，公共管理理論與實務界，回應外部需求的策略之一，

就是落實「循證人力資源管理」（evidence-based HRM）之精神。

本研究以 Blumberg 與 Pringle（1982）提出的理論架構為基礎，

從個人能力、動機與機會三大面向出發，探究影響公務人員個

人工作績效的因素，透過串聯政府人事管理資料庫的「客觀資

料」，以及 2013 年研究團隊進行的文官調查所蒐集的「主觀資

料」，建立量化模型進行分析。本研究的資料處理特色有三：

(1) 處理並回應過去學界對於量化研究只採單一資料來源進行

分析，可能導致同源偏差的疑慮；(2) 嘗試以政府人事資料庫所

取得的客觀數據，衡量公務人員工作績效這個民眾關注的重要

依變數；(3) 控制世代來了解同世代公務人員的差異對工作績效

可能的影響。主要發現有四：首先，工作績效影響因素多元且

跨越個人與組織面向；再者，能力方面，主要影響因素以教育、

機關轉換為主，但後者對考績與職等具有反向的影響；接著，

動機方面，公共服務動機、家庭犧牲、陞遷滿意度對工作績效

都有正向影響；最後，機會方面，中央與地方年資比，對職等

的高低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未來，建議學界應在類似的循證研

究上，持續開發主客觀資料來研究政府工作績效的相關議題。  

關鍵詞：工作績效、循證人力資源管理、政府人事管理資料庫、

文官問卷調查、能力-動機-機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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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臺灣民主不斷深化，面對我國人事行政的運作與制度的改

革方向，學界已提出呼籲，認為人事行政運作應走向法制化、功績

制、專業化、科學化、民主化、人性化、與公務倫理強化  (吳定等，

2007)，其目的是希望我國人事行政的體制與運作能與時俱進，發揮

效能。這些呼籲相當程度凸顯人力資源管理概念的重要性，事實上，

將人力資源管理的思維導入公務體系，發展公務人力資本、公務人

力資源管理策略的想法，已成為近十多年來人事行政研究的主題之

一  (陳金貴，1995、2011、2013)。實務上，第十一屆考試委員於 2009

年所提出的《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中，強調考選、培訓與績效

管理的重要性  (考試院，2010)，亦試圖將人力資源管理概念作為改

革當代我國文官體制與運作的基礎。但是，「人力發展型的激勵制

度」這種以「管理」作為改革制度之策略的思維，前提便是認同「管

理」本身的重要性與改變結果的影響力，也就是透過個人或組織的

管理作為，確實可以提升工作績效。  

比較可惜的是，由於我國文官體制高度法制化，加上永業制的

傳統，機關考選與陞遷用人受到嚴格地規範，使得現行文官體制往

往被批評缺乏效能、且過度強調平等性以致僵化  (林明鏘，2011: 

78-83)，在缺乏競爭的環境之下，人力資源發展的管理方式，因受

到文官制度的束縛而無法展現應有的效果。因此，若要藉由管理帶

來改善現行缺乏彈性的文官體制，前提須先確實找到現有制度與作

為對於人力發展的影響方式，進而回應公共行政學界近年來致力於

探究管理對於發展公共治理是否重要  (Does management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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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議題  (Ingraham and Lynn, 2004)，以找到解決策略。本文的

主要目的，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透過包含主客觀資料的完整模型

分析，以循證為基礎  (evidence-based)，找出影響公務人員績效的因

素，進而思考未來管理作為的切入方式。  

從實務的角度來看，本文認為管理為一種試圖帶來改變的介入  

(intervention) 策略，對於當代人事行政研究而言，導入人力資源管

理的概念與理論以改善現行文官體制，探討管理對於制度的影響

力，是發展我國現代化人事行政研究的重要且必要之路。而檢視管

理能否帶來預期的改變，了解哪一種自我管理或組織管理的作為，

能夠有效提升公務人員的績效表現，必須配合以循證人力資源管理  

(evidence-based HRM; Rousseau and Barends, 2011) 為基礎，將「證

據」視為公共政策行動的基石，致力發展生產並分析證據之基礎研

究  (Buss and Shillabeer, 2011；Meier and O’Toole, 2009；O’Toole and 

Meier, 2011；Stewart, 2002)，驗證許多可能早已被熟知但卻從未被

科學證實的論述，提升後續政策作為的有效性。  

從學術研究方法的發展來看，落實循證管理之精神，可視為我

國未來公務人力資源管理與人事研究應持續努力的方向  (陳敦源

等，2014)。1 本文在資料蒐集的方法上，將我國政府人事管理資料

                                                        

1. 事實上，就整個公共行政研究目前的發展上，也力求彰顯循證精神，Meier (2015) 在

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75 週年紀念專文中，重新檢視 Simon 於 1964 年

所撰寫的〈The Proverbs of Administration〉一文，除了回應 Simon 當年對於公共行政

研究的批判，Meier 認為當今公共行政研究已有相當的進步，但仍未達其理想境界，呼

籲當前的公共行政研究需持續發展嚴謹的理論與量化測量與分析技術，同時積極突破

目前政府資料庫的侷限，建立多元且適合公共行政與管理議題研究之資料庫，開展以

嚴謹證據分析為基礎的公共行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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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的客觀統計資料，與 2013 年的一份問卷調查資料進行串接；2 藉

由主、客觀資料的結合，一方面處理並回應了近幾年學界對於量化

研究只採用單一資料來源進行分析，可能導致同源偏差的疑慮  

(common-source bias problem) (Meier and O’Toole, 2013；Podsakoff 

et al. 2003)；另一方面，因為這樣難得的主觀問卷、客觀統計資料

整合機會，本研究亦可以同時在一個模型當中，整合分析影響工作

績效的不同面向，解決之前研究因為資料限制僅能單純透過主觀問

卷資料，或是透過統計資料進行集體層次分析的限制，提升本土以

循證為本的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品質。  

本研究以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所提出工作績效的研究

架構為基礎，進行相關的資料收集與問卷設計工作。他們的理論一

方面呼應了過去組織與行為研究對於環境因素的重視，另一方面也

提供影響個人工作績效因素的整合性觀點。本文主要研究問題如

下：「如果從個人動機、能力與機會等三大面向整合性的模型來觀

察，影響臺灣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的因素為何？」同時，本文並

試圖與過去相關文獻進行對話，嘗試整合性的檢視三種層面之因

素，對於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的可能影響，作為未來臺灣建構公

部門循證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與實務的基礎。  

 以下，將針對個人工作績效研究模型進行文獻探討，進一步提

出可能之研究假設，並針對變數衡量、資料來源進行說明，同時提

出相應的量化分析結果，以進行後續的討論與對話。  

                                                        

2. 本研究的客觀資料有兩個資料上的優勢：第一、客觀的依變數：能夠從政府人事資料

庫所取得的客觀數據，做為衡量公務人員工作績效的依據  (Alonso and Lewis, 2001)；

第三、世代資料的取得：能夠以世代資料進行實證分析，期能控制世代差異可能帶來

影響 (蔡秀涓，2004)，進一步建立模型用以比較與探討，影響同世代公務人員個人工

作績效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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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檢閱 

 在當代組織行為研究中，如何提升個人工作績效以及組織整體

的績效，一直是學界與實務界致力探究的問題；而當代公共管理的

研究當中，政府績效的提升也是炙手可熱的研究議題。這些研究顯

示，透過時刻關注且有效衡量政府績效，公共管理者方能監控現況

並根據現況來決定未來維持、修正、提升政府績效的策略  (Poister, 

2003)。另外，績效管理的概念已被廣泛運用於政府人力資源管理  

(Boyne et al., 1999)，而且各國政府在面對人才短缺、公共問題日益

龐雜的困境下，也紛紛尋找各種激勵公務人員的策略，來為公部門

留住優秀人才  (Selden, 2007)。總括而言，當社會關注如何提升政府

績效此議題時，我們更需回歸到政府機關組織的成員，也就是公務

人員本身，去理解影響其工作績效的因素為何，藉此改善公務人員

個人工作績效，以求有效提升政府整體績效。因此，探究影響公務

人員個人工作績效因素的相關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  

 然而，目前國內探究影響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的研究仍相當

有限，雖然有學者從組織的領導型態與激勵制度  (李娸維等，

2010)、組織精神力或精神力領導  (李俊達、黃朝盟，2010)、績效

獎金制度  (余致力，2002)、以及高績效管理系統的系絡影響效果  

(廖良文、黃同圳，2009；廖良文、林文政，2011) 等角度來探討，

但因為實證資料難以取得，學界至今仍然欠缺一個整合性的實證研

究，可以同時包含單一理論架構當中的所有主客觀因素，系統性探

究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本身的影響因素，而這也是本研究嘗試去

突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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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在其論文「 The Missing 

Opportunity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Some Implications for a 

Theory of Work Performance」中，曾提出「機會」的概念，認為個

人工作若要有好的表現及產出，實際上是受到個人能力、動機及機

會等，三大因素交互作用影響而促成。機會意謂著個人所面臨的限

制  (constrain)，限制可能來自於工作環境的優劣、同事相處的氛圍

與彼此支持的態度、工作有關之制度與規範等等，當個人面臨的限

制越少，就越有機會去達成一定程度的工作表現。換言之，機會代

表非個人能控制或改變的相關因素，而這些因素可能限制個人的能

力或者意願去達成更好的工作績效。  

接下來，本文在文獻回顧中，本文將針對工作績效的定義與範

圍進行討論，接著依照能力、動機與機會，逐一回顧各種研究文獻，

並且從中提出依循主要研究問題所設立的研究假設。  

(一) 工作績效的定義與範圍 

 關於工作績效這個概念，可追溯至 Campbell 與其工作夥伴  

(Campbell, 1991；Campbell, 1999；Campbell et al., 1993) 的研究。

依照  Campbell (1991) 的定義，績效是一種在工作、職位與角色的

系絡下附含價值的行為，目的是為了達成組織目標。然而，究竟要

如何有效度地衡量「工作績效」，一直以來都相當困擾著學術界與

實務界，至今仍無法有一個大家都認同的方式。在 Campbell 所發

展出的績效職能模型中，他認為需要透過檢視與確認不同績效核心

要件  (performance components) 的方式來達成。Campbell 提出可用

來觀察或衡量個人工作績效的八項高層次核心要件，此八項高層次

核心要件，各自形成不同構面  (construct)，其內容呈現的方式會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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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背景系絡而有所差異，但並非每種工作都需要以此八種要件為前

提。這八項高層次核心要件分別為：1.熟稔特定工作任務 (job-specific 

task proficiency)、 2.熟稔非特定工作任務  (non-job-specific task 

proficiency)、3.書寫與口語溝通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4.展現投入與努力  (demonstrating effort)、 5.維持個人自我約束  

(maintaining personal discipline)、 6.帶動同儕與團隊的工作表現  

(facilitating peer and team performance)、7.監督  (supervision)、8.管

理 /行政  (management/administration) (轉引 Millward, 2005)。  

Campbell (1991) 亦指出，個人工作績效差異取決於三項決定性

因子，分別為陳述性的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過程性的知識

與技巧  (procedural knowledge and skill) 及動機  (motivation)。陳述

性的知識強調理解事實與現狀，以及個人對於工作任務相關要求的

認知；而過程性知識與技巧強調「如何」成功達成任務；至於動機

則是由個人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程度、以及努力的時間長短來構成。

其中，個人並須先有動機去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與時間，並且要具

備基本程度的過程性知識與技巧，同時過程性知識與技巧須以陳述

性知識為前提，而且不同的工作所需具備的陳述性知識、過程性知

識與技巧及動機可能都不同  (Millward, 2005)。Campbell 所提出的

三項決定性因子，除了反映過去分析個人工作績效常強調與工作任

務有關的能力，個人的動機與意願及背景系絡因素的影響力，也開

始逐漸被關注與討論  (Hackett, 2002)。  

一般而言，國內外文獻探討影響個人工作績效的因素時，除了

個人工作能力之外，個人動機或意願往往是切入分析的焦點。就傳

統的激勵理論來看，無論是  Maslow (1954) 的需求層次理論、

Herzberg (1968) 的保健─激勵因子的雙因理論，或是  McCle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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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強調個人對於成就、權力、和歸屬感的渴望，皆主張滿足與

激勵組織成員是促進組織整體持續進步的關鍵。從個人動機的角度

切入所進行的研究，多關注個人的自我成就、公平感知、與其他人

的比較和自我期許、還有目標設定的強度，來分析個人有無意願去

達成一定程度或者更好的工作績效  (Rainey, 2009；Robbins, 2005)。 

至於對背景系絡因素或非個人所能改變因素之探討，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所提出的一般性工作績效模型則更具代表性。這

個被學界稱為「傳統個人績效模型」 (The Classic Model of Individual 

Performance; CMIP)，剛好是一研究組織工作績效的分水嶺；因為，

在他們之前，工作績效研究是以「個體層次」的努力程度與個人特

質為主要解釋變數  (比方說，Campbell and Pritchard, 1976；Porter 

and Lawler, 1968)，而他們的重要性在於提出這些個體層次因素的不

足，進而開始論述「情境」  (situational factors; 較早一點的例子是

Cummings and Schwab, 1973)，近年在不同的績效研究中，會提到這

兩位作者的論文，主要也是談到他們將「多層次自變數」的分析概

念，帶入組織工作績效的研究  (Pierce and Aguinis, 2013)。根據他們

所提出的模型，個人工作績效的差異，取決於三大面向因素，分別

為個人能力或能量  (capacity)、動機或意願  (willingness) 與機會  

(opportunity)。其中與個人能力或能量面向，涉及個人生理或心理或

是知識技能方面的因素，年齡、健康、知識、經驗、技能、才智、

教育程度、精力或活力、耐力等；動機或意願面向之相關因素，則

包含工作滿意度、工作地位、焦慮感、參與的合法性、態度、對於

工作任務特定的認知、工作投入的程度、自我形象的看法、個性、

價值、規範、對於個人角色期待的自我認知、公平感等；而機會面

向或環境因素，則包括工具、器材、材料、工作環境、同事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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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動、主管或領導者的行為、組織政策、法規與流程、資訊、時間、

薪資等  (整理如表一)。  

在 Blumberg and Pringle 所提出的工作績效模型當中，同時考量

到個人層次與環境層次因素對於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並強調這三

大面向下之因素，彼此間對於個人工作績效可能存在著交互影響

力。換言之，當我們探究個人工作績效的差異時，應同時考量能力、

動機、與機會等三方面的因素所帶來的影響，這也是  Blumberg and 

Pringle 所提出的一般性工作績效模型的理論價值所在。  

 對於探究公務人員工作績效差異的研究，過去多半是從公務人

員工作的動機或與工作有關的態度出發，進而討論績效衡量制度、

薪資設計制度、工作遷調制度、工作生活品質高低對於公務人員工

作績效差異的影響  (Rainey, 2009)，基於考量個人層次因素與環境

因素，對於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可能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本

研究選擇以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所提出的研究架構為基

礎，從能力、動機、與機會等三大面向出發來探究影響公務人員個

人工作績效的可能因素。  

表一  影響個人工作績效之因素  

面   向  內     涵  

能力或能量  

(capacity)  

年齡、健康、知識、經驗、技能、才智、教育程度、

精力或活力、耐力  

動機或意願  

(willingness)  

工作滿意度、工作地位、焦慮感、參與的合法性、

態度、對於工作任務特定的認知、工作投入的程

度、自我形象的看法、個性、價值、規範、對於個

人角色期待的自我認知、公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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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會  

(opportunity)  

工具、器材、材料、工作環境、同事的行為舉動、

主管或領導者的行為、組織政策、法規與流程、資

訊、時間、薪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二) 「能力」與個人工作績效 

 基於過去文獻可知，能力是決定個人工作績效的關鍵之一  

(Rainey, 2009)。個人能力一般而言可包括智能上與體能上的能力等

兩大面向，近年來組織行為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強調個人能力與

工作之間的適性程度  (ability-job fit) 對於提升個人工作績效的影

響  (Robbins, 2005)。換言之，個人是否有能力來完成工作，或者進

一步地說，具備完成工作、達成任務的職能  (competency)，個人才

有可能有良好的工作績效。職能可被進一步界定為「為了完成工作

任務及達成良好績效表現，所需具備的外顯能力  (例如專業知識、

經驗、技能或行為 ) 及潛在特質  (例如個人特性、動機、價值觀、

能力 ) 」  (陳敦源等，2013：3)。施能傑  (2000：270) 則認為此類

的核心能力「是指影響某類職務工作有優秀績效表現的關鍵性能力

面向，這種能力圖像可以成為所有有興趣擔任該類職務者標竿學習

方向，也是組織辦理訓練發展或學習的方針」。  

對於當代公務人員而言，由於公共事務的日漸龐雜，處理公務

除了進入公職時所受的專業訓練外，往往也需要具備相當的學識素

養、職務歷練與協調溝通的能力，方能迅速有效的解決各項公共問

題，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達成更高的績效表現。  

 關於目前我國公務人員學識素養的培育，主要透過接受義務教

育與高等教育而來，因此教育程度的高低，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來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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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部分個人學識素養程度。國外研究中，教育程度經常被列為用來

解釋個人工作能力的一項變數，認為教育程度與個人工作能力之間

呈現正向關係  (Tuomi et al., 1991；Monteiro et al., 2006)，但亦有研

究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van den Berg et al., 2009)。過去文獻在研究影

響公務人員個人績效表現差異時，也多會考量個人學歷的影響力  

(Naff and Crum, 1999)，研究亦發現，擁有大學學歷的警官與不具有

大學學歷的警官，兩者對於自己工作績效的認知是有顯著差異的，

擁有大學學歷的警官對於自己的工作績效評價是較高的  (Kakar, 

1998)。在國內研究中，黃煥榮與方凱弘  (2013) 在其論文中指出，

教育程度往往被視為影響人力資本因素的一環，基於官僚組織理性

要求的原則，使得教育程度，對個人在官僚組織的發展更顯得重要，

而影響其個人陞遷。而過去的實證研究也發現，公務人員學歷愈高，

則陞任至某一職等所需的時間愈短  (李光雄，1995)。  

實務上，根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公務人

員年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

工作占考績分數百分之五十；操行占考績分數百分之二十；學識及

才能各占考績分數百分之十五」，由此可見制度上，學識能力本身

就被列入年終考績評核項目的一環，對於公務人員的考績本身，進

而對於工作績效內涵上，可能或多或少都會產生相當的影響力。基

於以上理論與實務的討論，因此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一、  公務人員的教育程度越高時，越容易獲得較高的工

作績效。  

公務人員經由職務歷練所帶來的能力提升，往往是透過機關轉

換來達成。換言之，機關轉調可視為公務人員本身提升公務經驗與

專業能力的一種管道，特別是當目前公共事務日趨繁複龐雜，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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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務人員具備多元的專業與知識來處理各項公共問題，而創造個

人機關轉調的流動機會，往往需仰賴其過去的工作經驗、專業能力

與口碑作為憑據。  

我國公務人力為一種對外封閉但對內開放的系統，若非特考特

用的情況，一般高普初考錄取者，在符合轉調年限的規定後，即可

自由申請轉調。這個制度反映出我國公務人力市場的可流動性。而

公務人才的流動，凸顯出公務人員個人對於公務工作環境的選擇，

一方面可讓公務人力市場達到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可提高公務機關

競爭力、促使改善工作環境以吸引合適人才  (Dimock and Tinstman, 

1967)。在此前提考量下，廣大的公務人力市場中，若公務人員個人

具有足夠優秀的專業能力與口碑，便能有更多機會轉調至自己最理

想的工作單位，因此機關轉調的經驗，也相當程度顯示公務人員累

積的專業能力與口碑，一旦公務人員懂得藉由機關轉調來提升個人

公務經驗、增廣見聞、培育多元專業與累積知識，其個人工作績效

也可藉此有所增進。  

假設二、  當公務人員擁有較高的機關轉換能力時，越容易獲

得較高的工作績效。  

公務人員績效管理的過程中，探討政治影響力有其重要性。本

研究嘗試從個人與團體兩個層次，來衡量與檢視政治影響力。在能

力面向下探究個人層次的政治影響力的部分，本研究認為應考量公

務人員個人政治技能，對於其個人工作績效的可能影響。Pfeffer 

(1981) 首次提出政治技能  (political skills) 一詞，強調政治技能在

組織中的重要性。Mintzberg (1983) 認為政治技能是種透過說服、

操控、與協商的方式來運用個人影響力。而 Ferris et al. (2005) 則進

一步以過去  Mintzberg (1985) 談政治存在於組織中的影響力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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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為基礎，將政治技能定義為：「可以精準理解他人工作的能力，

可以運用知識影響他人做事方法，進而達成個人和組織的目標。透

過敏銳的社會覺察，改變他人行為和調整情勢需求，同時表現出真

誠、鼓舞他人、建立信任，並且具有影響或控制他人回應方式的能

力」。政治技能高的人，表現出給人安全感和穩定、自信的氣質，

可以吸引他人願意親近，且這種自信卻不自傲的感覺，往往能傳遞

出正面的形象，成功地向旁人傳遞出真誠、可以依賴，並能凝聚自

己與他人的共同行動的責任感。換言之，政治技能代表著一種影響

力，影響同事、上司、下屬，讓工作能在最少的衝突中，以更圓滿

順利的方式達成，因此容易得到良好的工作績效。Blickle et al. (2008) 

過去的研究曾發現，親和力  (agreeableness) 政治技能的相互作用  

(interaction) 對於工作表現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基於以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三、  當公務人員擁有較佳的政治技能時，越容易獲得較

高的工作績效。  

(二) 「動機」與個人工作績效 

從個人動機或個人意願的角度來剖析個人行為的改變，在過去

公共管理與組織行為的研究中，一直是主要用來解釋個人工作績效

的途徑之一。無論是從追求自我成就的實踐的心理需求  (Maslow, 

1954)，或是從 X 理論與 Y 理論來分析員工行為  (McGregor, 1960)，

進而衍生出以內在回饋  (intrinsic rewards) 與外在回饋  (extrinsic 

rewards) 的觀點探討激勵員工的方式  (Lawler, 1971)，或者是進一

步從公平理論  (equity theory) 與期望理論  (expectancy theory) 來

分析員工內心的轉折與比較心態  (Adams, 1965；Vroom, 196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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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以個人動機為出發點來分析與激勵員工提升工作績效的重要

性。  

對公務人員而言，如何激勵其認真工作，追求更好的工作績效，

除了以工作保障與福利、穩定收入等外在回饋角度分析，近來有越

來越多研究著重於內在回饋機制的探討。而這個內在回饋機制，多

半來自於公職對於社會的意義，例如李俊達、黃朝盟  (2010) 探討

公務人員「精神力」的研究發現，公務人員的工作表現優異，一定

程度上可歸因於公務人員在精神上充份追求自我實現、相信公務工

作具有不凡的意義與目的，以及希望能和同仁合作以成就公共服務

事業，該研究顯示出，內在回饋機制對於工作表現具有相當程度的

影響力。文獻中得到更多廣泛討論的公共服務動機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更是近年來探討我國公務人員內在回饋機制的重

要變數  (Chen et al., 2014；孫同文、許耿銘，2014；潘瑛如、李隆

盛，2015；潘瑛如、李隆盛，2014)。  

公共服務動機可定義為「是一種個人傾向，以回應一些主要或

獨有地，針對公共制度及組織所引起的動機」  (Perry and Wise, 

1990)，Perry (1996) 進一步將公共服務動機分成四大構面來闡述，

分別是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對公共利益的承諾、同理心及自我犧牲。

隨著公共服務動機研究的拓展，國內外研究上顯示，公共服務動機

能為組織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例如提高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自

我工作績效認知、工作投入等  (Pandey and Stazyk, 2008；Park and 

Rainey, 2008；吳宗憲，2012；吳宗憲、黃浩瑋，2014)。  

Brewer (2008) 指出，雖然公共服務動機相關研究蓬勃發展，但

以公部門為範疇，探究公共服務動機與員工績效或組織績效關聯性

之實證研究，仍相當有限。此種困境除了公部門績效衡量的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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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外，更棘手的是獲取員工績效與組織績效的困難度。國內的

實證案例指出，公務人員多半具有高度的公共服務動機，且當公共

服務動機越高時，工作滿意度、工作努力意願、工作投入也隨之越

高  (吳宗憲，2012；吳宗憲、黃浩瑋，2014)。然而，過去國外研究

則發現，公共服務動機對於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並非呈現穩定

的正向影響力  (Alonso and Lewis, 2001)。Kim (2005) 以及 Naff and 

Crum (1999) 的研究均指出，公共服務動機與個人工作績效呈現正

相關。但 Perry and Wise (1990) 及 Perry et al. (2006) 則指出，公共

服務動機對組織績效或個人績效的影響，仍有待未來持續深入探

討。究竟公共服務動機對於公務人員工作表現的影響力如何？公共

服務動機對於員工績效的影響是否因國情有別？均有待實證分析加

以檢視。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四、  當公務人員擁有較高的公共服務動機時，越容易獲

得較高的績效表現。  

 隨著社會變遷及雙薪家庭的普及化，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所

帶來的衝擊與影響，已獲得越來越多的重視。國外研究顯示，工作

家庭之間的衝突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個人對於工作的不滿

意、離職率提高、職業倦怠、沮喪與憂鬱、生活不滿意及婚姻不滿

意等等  (Adams et al., 1996；Allen et al., 2000；Burke, 1988；Frone et 

al., 1992；Netemeyer et al., 1996；Thomas and Ganster, 1995)。關於

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Greenhaus and Beutell (1985) 認為主要有

三種形式： (1) 以時間為基礎的衝突  (time-based conflict)：這是一

種時間分配不均導致的衝突。個人如果扮演多重角色，將沒有足夠

的時間可以平均分配給每一個角色，以致於角色間彼此競爭個人有

限的時間；(2) 以緊張為基礎的衝突  (strain-based conflict)：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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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由角色所產生的緊張狀態，可能會影響到另一個角色的扮演及需

求的滿足。換句話說，在應用一個角色中所體驗到的緊張狀態會干

擾 到 另 一 個 角 色 ； (3) 以 行 為 為 基 礎 的 衝 突  (behavior-based 

conflict)：一個角色所要求的特定行為，不相容或無法滿足於另一個

角色的行為期望  (轉引自陸洛等，2005：6-7)。國內研究工作家庭

衝突議題的討論也發現，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確實會影響個人

的工作滿意度  (陸洛等，2005)。  

工作家庭的衝突可能反映的是公務人員藉由犧牲家庭生活來換

得更高的工作績效的狀況。對公務人員而言，日漸龐雜的工作內容

及民眾對公共服務品質的要求，使得公務人員朝九晚五的工作型態

已逐漸被打破，超時工作反成為常態。此一現象顯示出，公務人員

需要藉由犧牲家庭相處時間，以換取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

力，進而求得個人工作績效的提升。換句話說，家庭被犧牲越多，

工作績效可能越高，不過，究竟這樣的假設是否為真，Allen et al. 

(2000) 針對工作家庭衝突衡量指標的後設分析研究指出，工作家庭

衝突對於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尚待進一步檢視與釐清，而且建議

採用客觀指標來衡量個人的工作績效。為了回應 Allen et al.之看

法，驗證假設的真偽，本文進一步探討公務人員犧牲家庭程度與個

人工作績效之關係，同時以客觀指標來衡量個人工作績效。本研究

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五、  當公務人員覺得犧牲家庭的程度越高，越容易獲得

較高的工作績效。  

另一項可能激勵公職人員努力工作，提升工作績效的因素，便

是陞遷制度。陞遷意指公務人員在本機關或至他機關其職務調整、

職責加重，從而使職等提高、俸級提高、加給增加或地位上陞等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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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文，2010：226)。良好的陞遷制度是促進員工工作效率、獎勵績

優員工上進的方法之一。若有能力的公務人員能獲得適當的陞遷，

表示對過去工作的肯定及未來發展的希望，因此良好的陞遷制度，

應要能適當地運用組織內所有員工，進而同時極大化組織績效與個

人滿足感  (馬群傑等，2013)。  

傳統上，陞遷制度往往被視為獎勵或激勵公務人員的一種工具

或機制，就制度選擇或交易成本理論的觀點而言，陞遷制度亦可做

為讓公務人員順服的誘因  (compliance incentive)，除了降低其工作

怠惰的可能性，也可提升個人努力工作以提高工作績效的意願  

(Horn, 1995)。雖然過去國內已有相當多針對公務人員陞遷與輪調制

度的研究與討論  (呂育誠，2005；呂育誠，2006；洪國平，2002；

陳金貴、呂育誠，2004；黃朝盟，2001；詹中原，2005)，提出公務

人員如何獲得較多陞遷機會、工作表現與陞遷速度之間的關係。不

過它們大多著力在理論探究與邏輯論述，較少有經驗性資料的佐證  

(黃煥榮，2007)，特別是關於員工其陞遷滿意程度的討論。  

Cummings and Worley (2005) 之研究顯示，當陞遷決策過程公

開透明化，意謂著員工對決策程序的控制力越高，也有較多自我意

見表達的機會，越容易對陞遷制度感到公平而滿意。而對於陞遷結

果是否符合期待、是否感到滿意之研究，理論上可追溯到 Adams 

(1965) 以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為基礎所發展的

公平理論  (equity theory)，可視為探討員工感知是否在組織中被公

平對待的先驅。公平理論認為雇主和員工之間是一種交換關係，員

工會體認到他們從工作中獲致的結果  (outcomes) 和付出的投入  

(inputs) 有關，然後會以結果與投入之比率，跟相關其他人的結果

與投入之比率加以比較，兩者如無法達到平衡的水準時，即會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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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公平，進而改變自己的投入行為或甚至離開組織。這樣的公平

感也衍生出個人對於投入與結果之間的期待，若員工感受到陞遷結

果符合個人過去工作的投入表現，就會感覺公平滿意進而願意持續

付出，提升之後個人的工作績效。  

學 理 上 ， 陞 遷 通 常 被 視 為 組 織 用 以 回 饋 成 員 的 一 種 制 度  

(organizational reward system)，是一種外在的激勵因子  (extrinsic 

motivator) (De Souza，2002)，能否透過陞遷制度激勵員工持續努力

工作，往往也仰賴組織成員對於過去陞遷結果是否符合個人期待有

關。換言之，過去在組織內獲得的陞遷結果，會影響個人是樂觀或

悲觀看待自己的未來的陞遷機會。當個人過去在組織內部獲得較多

的陞遷機會時，也有容易有較高的陞遷滿意度  (De Souza，2002)，

當個人的陞遷滿意度愈高，陞遷制度本身帶來的激勵效果可能就越

顯著，進而能促進個人工作績效的提升。因此，公務人員主觀感知

過去陞遷結果是否符合期待、是否滿意過去的陞遷結果，也可能是

影響組織成員往後工作績效的關鍵之一。因此，本研究提出待驗假

設如下：  

假設六、  當公務人員覺得擁有較高的陞遷滿意度時，越容易

獲得較高的工作績效。   

(三) 「機會」與個人工作績效 

 組織行為研究中，關於對個人行為帶來的影響或改變之環境因

素及個人因素以外的各項限制，已有相當的重視與討論，包括組織

結構與設計、法規制度、組織文化等  (Robbins, 2005)。Hansen and 

Wernerfelt (1989) 針對影響私部門組織績效的因素進行分析，結果

顯示，組織因素的影響力大約是經濟因素的兩倍之多，其中組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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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涵蓋的要素包括組織結構、工作設計和領導效能及目標設定與規

劃等，顯見組織因素對績效的影響力不容忽視。而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所提出的「機會」概念，強調非個人能控制或改變的

相關因素，而這些因素可能限制個人的能力或者意願，去達成更好

的工作績效。限制一旦減低，便可能帶來更多機會讓員工創造出更

好的工作績效。本文認為組織內部的陞遷政治性認知及所處的機關

屬性，乃是限制公務人員的工作績效可能因素。  

 在過去組織行為的研究當中，組織政治性往往被視為影響個人

工作績效的一項因素。當員工感知到過強的組織政治氛圍時，可能

會帶來工作滿意度降低、焦慮感和工作壓力增加、離職率增加、個

人工作績效降低等等  (Robbins, 2005)。Vigoda (2000) 針對組織政

治性與工作態度及工作成果的研究發現，組織政治性與員工績效之

間呈現負向的弱相關。在討論組織政治的範疇當中，陞遷決策往往

是最具政治性的一種  (Ferris and Judge, 1991；Robbins, 2005)，而在

公務人員績效管理的過程中，若從團體或是組織層次探討政治影響

力，公務人員本身對於組織內陞遷政治性的認知高低，可能影響其

個人工作績效表現的優劣。蔡秀涓  (1996：282) 曾從組織陞遷的政

治現象切入，指出組織陞遷的政治性，導因於首長陞遷決策的考量，

與組織成員對於陞遷程序的認知之落差。基本上，機關首長對於職

務適任的定義，往往包含職務專業性、首長個人利益與機關利益的

考量、以及首長的個人偏好。而公務人員的陞遷政治認知，與組織

集權與制式化、工作特性、陞遷制度、以及個人屬性  (例如內在控

制人格與主管別 ) 這四個面向有關，且會進一步影響公務人員對於

組織的信任感。因此，本文認為，當公務人員意識到組織內的陞遷

決策過程與結果具有高度政治性時，可能降低其努力工作以提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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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績效的意願，因為發現個人的陞遷結果是仰賴  (或者說受限) 於

首長或其他政治考量而來，故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七、  當公務人員感受到越高的陞遷政治性時，越容易獲

得較低的工作績效。  

關於公務人員的績效表現，是否因所處的機關屬性不同而有差

別？根據陳敦源、李仲彬、張鎧如  (2013) 的研究顯示，服務於中

央機關的公務人員，有較多的晉陞職等機會，而服務於地方政府的

公務人員，則有較多的擔任主管機會。換言之，不同層級或屬性的

政府，提供給人員官職等晉陞的機會並不相同。依據銓敘部所訂定

的「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另以附表規範各機關

各官等員額之配置比率，以中央二級機關之簡任比例不得高於

25%，委任比例不得低於 10%；中央三級機關之簡任比例不得高於

15%-20%，委任比例不得低於 15%-20%；中央四級機關之簡任比例

不得高於 10%-15%，委任比例不得低於 10%-40%。又如直轄市政府

府本部之簡任比例不得高於 25%，委任比例不得低於 25%；直轄市

政府所屬一級機關  (工程、訓練、研考及行政機關 ) 之簡任比例不

得高於 10%，委任比例不得低於 15%-30%。縣市政府之簡任比例不

得高於 10%，委任比例不得低於 30%。至於鄉市鎮區公所則規定委

任比例不得低於 35%。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機關層級越高，則簡任的

員額數越高，相對地，委任的員額數越低。  

又關於職務列等之設置，主要係以機關層級、業務屬性及職責

繁重程度予以綜合考量，而職責繁重程度越高的職務，越需要能力

相稱的人才來陞任。換言之，公務人員職稱與官等設計上，基於官

僚組織層級的理性設計考量，中央機關單位業務繁重，其職缺往往

需要職等職級較高的公務人員來遞補，因此組織設計上，機關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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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越高，高職等的員額缺也越多。因此，當公務人員服務於中央機

關的年資越長，意謂著有比較多機會在公務的階梯上往上爬升。  

為分析機關特性對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本文將機關概分為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計算每一樣本之中央年資與地方年資，得出中

央地方年資比  (比例越高代表中央年資越長)，並提出假設如下：3 

假設八、當任職中央年資越高時，越容易獲得較高的工作績

效。  

整合上述，本研究以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所提出的研

究架構為基礎，將影響個人工作績效的因素分成能力、動機與機會

三大面向，並以此三大面向的論述邏輯，發展出以上八個主要假設，

後續則透過主客觀資料的同時蒐集，驗證這些假設。本研究同意上

述三大面向中，所涵蓋可能影響個人工作績效的因素非常廣泛，但

礙於資料的可得性，僅能依據文獻就上述八項因素，蒐集主客觀資

料建立變數並假設驗證，這是本研究面臨的主要限制。待未來透過

持續發展調查研究與蒐集官方客觀資料，相信能逐步克服此項研究

                                                        

3. 過去我國實務上，常認為公務人員如果有機會長期任職於中央機關單位，個人的公務

職涯發展與陞遷會比較順遂，但此一說法一直欠缺學術理論的討論以及實證研究的支

持。本文試圖借此研究假設的提出，作為本土實務與西方理論對話的一個開端與嘗試。

西方文獻裡，Ng and Feldman (2010) 在其後設分析研究中，運用人力資本理論、吸引

─甄選─留職理論  (ASA, 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 theory) 以及工作鑲嵌理論  (job 

embeddedness theory) 來解釋，為何成員的年資越高，越有助於其工作績效表現的提

升。其實證研究亦發現，組織成員其年資與工作績效表現之間呈現正相關，然後兩者

之間非線性關係，而是呈現上凸的曲線關係，換言之，一開始組織年資有助於獲得高

工作績效，然而隨著時間拉長，組織年資對於提升工作績效的效果則趨緩。關於中央

年資比此變數，基於 ASA 理論，本研究認為在此個人─環境適應的過程中，環境帶來

的不確定性，成為提升或減弱個人工作績效的機會。若公務人員能長期任職於中央機

關，獲得較長的中央年資，顯示其個人在中央機關的環境下適應度良好，其工作績效

表現相對也可能較佳。中央地方年資比此項變數雖有其侷限性，但在資料有限的情況

下，本研究將其視為機會面向下，檢視環境因素影響力的替代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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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讓模型內各面向所涵蓋的因素能更全面與多元。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從上面文獻檢閱的討論當中，本研究將影響個人工作績效的因

素分成能力、動機與機會三大面向  (圖一)，探討那些因素會影響公

務人員的工作績效。  

過去的研究雖然已經或多或少個別驗證過這些因素的影響，但

礙於資料取得的困難，大多是分散在不同的研究當中，從未有研究

能夠同時結合主觀性認知調查的資料與客觀性統計數據，進而同時

驗證一個完整模型中各面向對應的研究假設，而這也是本研究主要

嘗試突破的重點。具體的說，本研究為了完整驗證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的能力、動機、機會三面向架構，模型中變數的資料

來源將不僅包含問卷蒐集的變數  (主觀資料)，也有取自人事資料庫

的統計資料  (客觀資料)。透過主客觀資料的串接工作，完整蒐集每

一分析樣本在所有理論面向上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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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圖中  (主 ) 代表主觀變數， (客 ) 代表客觀變數。＋意指研究假設

中，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為正向關聯性， -則代表負向關聯性。  

 
 
 

以下依序說明主觀資料的蒐集過程與方式、自變數與依變數的

操作化方式、以及基本資料的描述：  

(一) 樣本來源 

本研究以到 2012 年底為止，登錄在全國人力資料庫和銓審資料

庫中的公務人員為研究母群，涵蓋的人員總數共 154,063 人  (不包

含軍、警、教育、事業單位人員、法官及檢察官 )。但為了控制掉歷

能力  

˙ 機關轉換次數

(客+) 

˙ 教育程度(主+) 

˙ 政治手腕(主+) 
動機  

˙ 公共服務動機

(主+) 

˙ 家庭犧牲(主+) 

˙ 陞遷滿意度(主

+) 
機會  

˙ 陞遷政治性(主

-) 

˙ 中央年資比(客

+) 

依變數：工作績效  

˙ 考績甲等比例

(客) 

˙ 2012 職等(客) 

控制變數：人口背景

變數  

˙ 性別(主) 

˙ 婚姻(主) 

˙ 1993 年之年齡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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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環境差異因素對模型產生的影響，本研究進一步挑選同時間、同

資格進入公職的人，也就是站在同一起跑點的公務員，進一步分析

其績效表現的差異。換句話說，所有分析的樣本都經歷同樣的考試、

制度變革、社會環境變化等。  

挑選的方式是先以上述研究母群為對象，抽出 2012 年擔任簡任

第 10 職等至簡任第 14 職等人員，並計算這群簡任人員陞遷至簡任

第 10 職等平均需要多少年，計算結果為 19 年，然後以 2012 年回推

19 年  (即 1993 年)，從公務人力資料庫當中，找出 1993 年時係以委

任第 5 職等4或薦任第 6 職等銓敘起任，進入公職之人員作為對象，

再以簡單隨機抽樣從中抽出 2,006 份樣本。選取後，經檢視這些抽

出來的公務人員在 2012 年之職等分布  (表二)，發現第 3、第 5 及第

6 職等之人員，計有 36 人，因有降等及久未升遷情形，而與公務人

員適用考績法及陞遷法之實際情形不一致，屬特殊案例，為避免研

究效度的減損，故予剔除，修正後樣本數為 1,970。其他進入問卷發

放的公務人員從表二中可以發現，經過 19 年的發展，同樣起跑點的

公務人員，已經有大約 12.4%的人升到十職等以上，但也有大約 1.8%

左右停留在六職等以下，究竟是那些因素影響這些差異，也就是本

研究所要探究的主要問題。  

針對這 1970 人，本研究於 2013 年 8 月 26 日在考試院協助進行

匿名化處理後，寄出調查問卷，於 11 月底對問卷進行檢查與整理，

並將條碼撕毀、答案填寫不完全、胡亂作答之無效問卷予以刪除後，

總計回收 1,567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達 79.54%。  

                                                        

4. 經訪談結果，本研究發現早期公務人員有高資低佔的情形，也就是以高考或相當於高

考資格之特考，進入公職的人員，甫進入公職時，幸運的人可以直接佔薦任第六職等

職缺進用，但也有不少人是先佔第五職等職缺進用，俟有第六職等職缺時才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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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993 年高考進入公職人員之 2012 年職等分布  

職等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3 1 0.05 

1.8 
4 0 0.00 

5 15 0.75 

6 20 1.00 

7 535 26.67 

85.4 8 514 25.62 

9 673 33.55 

10 163 8.13 

12.4 

11 70 3.49 

12 14 0.70 

13 1 0.05 

14   

總計  2006 100.00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依變數操作化 

為分析影響公務人員績效表現之因素，本研究提出能力、動機

和機會等三大自變數群組。在依變數的測量上，如何有效地衡量公

務人員之「個人績效」，將是模型分析之內在效度的重要關鍵。如

前面文獻探討所討論的，績效的測量一直困擾著學術界與實務界，

過去研究所採用的折衷方式多是用客觀統計的「考績」資料，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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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問卷進行「主觀自我表述」績效測量，雖然都可以某種程度呈現

績效的特性，但也都有其缺點，在測量方式尚未取得共識之前，應

用多元的測量方式累積研究發現，將是學術界必須經歷的工作。  

本研究測量公務人員績效表現之方式有二，首先是分別為「考

績甲等比例」，計算的方式是擷取每個樣本在客觀資料庫  (包括全

國人力資料庫和銓審資料庫 ) 中所記載公職歷年的考績資料，計算

其甲等考績所佔之年度比例，假設 A 這個人在 19 年公職生涯中，

有 18 年考績甲等，則其考績甲等比例為 94.7%，假設 B 在 19 年公

職生涯中，有 15 年考績甲等，則其考績甲等比例為 78.9%。第二個

績效的操作化方式，則是擷取樣本中每位公務人員在經歷 19 年公務

工作之後，在 2012 該年的職等。  

這兩種操作化方式雖然無法迴避地也會有信效度不足的問題。

一方面因為考績等第在我國實務的操作上，常受到許多打考績之「默

契」的影響  (例如新進人員不能甲等、為符合考績甲等比例規定而

做的輪流 ...等)，另一方面是陞遷會有許多制度環境的影響  (例如五

都升格)，形成了本研究的限制。但本研究認為，因為本研究分析的

資料是一個橫跨 19 年的資料，足以將正式法規制度的改變或是打考

績「默契」等變數視為常數，加上本研究已經在選取樣本控制掉許

多環境上的差異，因此，本研究認為，一個人的考績甲等比例或者

現職職等，雖然不完全等同，但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此人「工作績

效」的替代變數  (proxy)。  

(三) 自變數操作化 

自變數中之能力面向包括機關轉換、教育程度及政治技能等變

數；動機面向包括公共服務動機、家庭犧牲和陞遷滿意度等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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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機會面向則包括陞遷政治性和中央地方年資比等兩個變數。控制

變數則包括性別、婚姻和進入公職時的年齡  (1993 年的年齡)。  

上述變數中，進入公職時的年齡、中央地方年資比及機關轉換

次數，乃是擷取全國人力資料庫和銓審資料庫中之資料，經重新計

算後所得之變數。而其他包括性別、婚姻、教育程度、政治技能、

公共服務動機、家庭犧牲、陞遷滿意度及陞遷政治性等變數，則是

經由問卷調查資料所得。以上各變數之操作化定義、編碼及資料來

源，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一。其中政治技能、公共服務動機、家庭

犧牲、陞遷滿意度及陞遷政治性等變數，乃是本研究藉由文獻檢閱

參考國外研究之問卷改良設計而成，透過加總各題組內之題目，形

成自變數，各自變數之α值均高於 .70，顯示信度良好  (請參閱附錄

二）。政治技能、公共服務動機、家庭犧牲、陞遷滿意度及陞遷政

治性概念之說明與變數之測量，本文簡述如下。  

政治技能  (political skill) 的概念是指，可以瞭解他人的工作，

並且能運用知識去影響他人，進而達成個人和組織的目標  (Ferris et 

al., 2005)。本文將此組變數概分為三大面向，分別是社交敏覺  

(social astuteness)、人際影響力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和人脈建

立能力  (networking ability)，5 其測量各由 3 道題組成。其中，社

交敏覺度的題目包括「我很瞭解人性，沒有什麼人可以騙得了我」、

「在社交場合中，我總是知道如何透過言行舉止來影響他人」及「與

別人互動時，我懂得察言觀色」；人際影響力的題目包括「我能夠

讓我身旁多數人對我沒有戒心」、「我與他人的溝通協調技巧很好」

                                                        

5. Ferris et al. (2005) 對於政治技能的測量，除了上述三個面向之外，還包括真誠性 

(apparent sincerit) 面向，但在本研究之前測中，沒有通過信度檢驗，因此本文未將此

面向之相關測量題組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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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我而言，與他人發展友好關係是輕而易舉的事」；人脈建立

能力的題目包括「我在工作上花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與他人建立網絡

關係」、「我在工作上善於和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係」及「我善於

使用我的人脈關係來處理工作上面臨的任何事情」。  

關於公共服務動機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之變數操作化，

本文主要是參考 Perry (1996；1997；2000) 之測量方式，將此組變

數概分為四大面向，分別是政策制定的吸引力  (attraction to policy 

making)、對公共利益的承諾  (commitment to the public interest)、同

情心  (compassion) 和自我犧牲  (self-sacrifice)，各由三道題所組

成。政策制定的吸引力的題目包括「政治對我來說是個骯髒的詞

彙」、「我不關心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及「政策過程中的意見交

換與相互妥協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對公共利益的承諾的題目

包括「我對我所服務的社區與人民不感興趣」、「我覺得對我所服

務的社區與人民作了無私的奉獻」及「執行公共服務對我來說是一

種公民責任」。同情心的題目包括「當我看到弱勢的人受害時，總

是感到於心不忍」、「我經常提醒自己，人們總是互相依賴的」及

「許多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計畫是不可或缺的」。自我犧牲的題目

包括「對人民、社會做出貢獻，比我個人的生涯發展更有意義」、

「只要我認為對大眾有利，我可以冒著失去陞遷機會的風險去爭取」

及「為社會奉獻是我本來就應該做的」、「我認為當今人們該學、

該做的，不是取之於社會而是用之於社會」及「只要政府官員做出

對人民有益的事，即使傷害了我個人的利益，我也能夠接受」。  

關於家庭犧牲之變數操作化，主要是從家庭工作衝突之關係探

討研究中  (Carlson et al., 2000)，擷取工作影響家庭生活之題組而

來，題目包括「我的工作使得我沒有時間陪家人」、「工作上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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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時間使我不能分擔家庭的責任與事務」、「下班後，我常有被

榨乾的感覺而無法為家庭盡心盡力」，以及「我在工作上所用來解

決問題的方法無法有效解決家庭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等 4 道題  

(黃美鳳，2005：78-79)。  

關於陞遷滿意度之變數操作化，本文主要是參考蔡秀涓  (1996) 

之測量題目，包括「與資歷相當的同事相較，我相當滿意自己的陞

遷情形」、「以自己付出的努力與工作表現而言，我應該有更好的

陞遷狀況」、「本機關陞遷決定的結果讓人覺得工作表現好就能獲

得陞遷」、「我滿意擔任公務人員以來的陞遷狀況」及「我不認為

同仁對本機關的陞遷結果都滿意」。  

關於陞遷政治性之變數操作化，本文主要是參考蔡秀涓  (1996) 

之測量題目，包括探討「機關的陞遷決定是否經常受本機關以外人

士的的影響」、「對長官的逢迎奉承比工作表現對陞遷更有幫助」、

「決策者人馬或某些特定人較容易獲得陞遷」、「陞遷決定常是反

應決策者的個人偏好」、「陞遷決定是以所需人力為考量」，以及

「陞遷決定未必以工作表現為主」等 6 道題。  

(四) 變數之描述性統計 

此外，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模型，含括主客觀資料等兩種不同

的資料來源，故能避免或降低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因採用相同的

資料來源，形成同源偏差的問題。同源偏差問題的探究，在近年來

受到組織行為與公共管理學者的日漸重視  (Meier and O’Toole, 

2013；Podsakoff et al., 2003)，研究方法上的同源偏差問題，是源自

於調查研究中，基於變數或概念的測量可能帶有非隨機測量偏誤，

若僅利用單一來源的調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所得出的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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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能是因為變數測量上的偏誤所導致，而非真正的分析結果，

為避免或降低上述的情況，研究方法的學者建議進行統計分析時，

應納入不同來源的資料形成變數來進行分析。  

同時間同資格進入公職的人，在經過 19 年公職歷練之後，究竟

個人工作表現的差異性有多大？本研究以考績甲等比例及現職職等

作為個人績效表現的替代標準。藉由描述統計分析可知  (請參閱表

三 )，1993 年以相當於高考資格進入公職的人，其考績甲等比例的

平均數為 82.32%，表現最好的甲等比例是 100%，表現最差的甲等

比例只有 16.67%。  

表三  變數之描述統計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依變數       

考績甲等比例（%）  1559 82.32  14.23  16.67 100 

2012 職等  1567 8.30 1.086 7.00 13.00 

自變數       

A.  人口背景變數       

性別  1567 0.50  0.50  0 1 

婚姻  1561 0.88  0.32  0 1 

1993 年之年齡  1567 27.50  4.10  20 44 

B.  能力變數       

機關轉換次數  1567 0.16  0.11  0 0.6 

教育程度  1563 8.33  0.80  5 10 

政治手腕  1553 33.41  5.86  9 54 

C.  動機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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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動機  1539 60.37  7.20  34 84 

家庭犧牲  1558 13.14  4.08  4 24 

陞遷滿意度  1550 15.58  4.06  5 25 

D.  機會變數       

陞遷政治性  1540 22.37  4.88  6 36 

中央年資比（%）  1567 57.20  42.65  0 100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人口背景變數方面，性別比例的平均數為 0.50，顯示男女性

別比例大致維持在 1：1；在婚姻狀態，平均數為 .88，顯示已婚的比

例高於未婚；1993 年之年齡，平均是 27.5 歲。在能力變數方面，機

關轉換次數的平均是 .16，代表這 19 年來，平均而言每人機關轉換

次數是 0.16 次；教育程度平均為學士以上學歷。個人自評政治技能

的平均數是 33.41，略高於中位數 31.5。在動機變數方面，公共服務

動機的平均數是 60.37，高於中位數 49，代表受訪者自評的公共服

務動機是偏高的；家庭犧牲程度的平均數是 13.14，低於平均數

14.0，顯示多數人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多數人認為不至於需要為工

作而犧牲家庭。陞遷滿意度的平均數是 15.58，略高於平均數 15.0，

顯示多數人對於陞遷發展是略微偏向滿意的。在機會變數方面，陞

遷政治性的平均數是 22.37，略高於中位數 21，代表受訪者傾向認

為組織中存在些微陞遷政治性的現象。中央地方年資比平均數是

57.20%，顯示此同一世代公務員的 19 年公務生涯，中央年資是略

高於地方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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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公務人員工作績效的因素 

本文以考績甲等比例和現職職等作為衡量公務人員工作表現的

指標。為比較不同因素對此二依變數的影響，本研究將樣本控制在

同一群人，扣除掉有缺漏值的樣本數之後，樣本數均為 1,420 人。

模型一是分析影響考績甲等比例的因素，模型二則則是分析影響現

職職等的因素。  

(一) 影響考績甲等比例之因素 

關於影響考績甲等比例之分析，在統計模型的選擇上，由於依

變數考績甲等比例的最大值是 100%，最小值也有 16.67%，因此可

以假定其為依連續變數，故選擇迴歸模型進行分析。不過，由於考

績甲等比例的分布，偏態  (skewness) 是-1.248；峰度  (kurtosis) 是

2.112，顯示此分布違反常態性  (normality) 的基本假定，其觀察值

的分布為負向偏離  (negative skewed) 的分佈，因此必須將此變數加

以轉換  (transformed)，使其轉為正向偏離  (positive skewed)，再取

其平方根  (square root)，使之符合常態分布的假定  (Field, 2005)，

並選用穩健標準誤  (robust error) 確保模型不違背標準誤獨立性  

(heteroscedasticity) 之假定。惟此一變數轉換過程須將 β 值正負號反

轉，但為利數據判讀，本研究已先將表四中各模型的 β 值之正負號

轉正。  

依據表四的模型一顯示，首先在控制變數中，性別對考績甲等

比 例 的 影 響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性 ， 男 性 的 績 效 表 現 比 女 性 好  

(β=.305)；在顯著水準為 .1 時，婚姻狀態對於考績甲等比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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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性 ， 已 婚 者 的 考 績 甲 等 比 例 比 未 婚 者 高  

(β=.232)。至於進入公職時的年紀，對於考績甲等比例則沒有顯著的

影響。  

其次在能力面向上，機關轉換次數越高則考績甲等比例越低  

(β=-1.616)，與假設不同，本研究認為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雖然理

論上機關轉換應有助於個人的職務歷練及機關的新陳代謝，考績甲

等比例應該越高才對，但是從組織的角度而言，意謂著對原機關的

不忠誠及對新機關的貢獻度不足，6 因此在考績上的表現反而比沒

有異動者來得差。此外，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當個人在原機關考

績常拿乙等或者陞遷機會不高，往往也會有較高的動力往其他機關

調動，藉由調動換取更好的考績表現和陞遷機會。比較令人擔憂的

解釋是，傳統認為新進人員考績被評為乙等是機關的默契，而這樣

的發現剛好是這種默契的實證數據，也就是每轉換一次機關，考績

甲等比例就會減低 1.6%。  

另外，在教育程度方面，本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越高則考績甲

等比例越高  (β=.232)，顯示教育程度對個人考績，有其顯著影響

性。至於政治技能對考績甲等比例則沒有顯著的影響，顯示政治技

能越高不必然考績甲等比例也越高。  

在動機面向上，公共服務動機越高、家庭犧牲程度越高、陞遷

滿意度越高，則考績甲等比例也越高  (β=.014、β=.030 及 β=.099)。

換言之，公務人員的公共動機越強，其考績成績也會越好，顯示公

務人員自身的內在趨力將會驅使其為投入公共事務而努力。而為家

                                                        

6. 根據本研究針對學者專家的訪談，這類情形主要是因我國考績甲等有 75  % 的上限規

定，因此初任公職的人員或者機關的新人，相較於機關中的資深人員，往往有更高的

機會在考績上拿乙等，而這也是本研究前面所說打考績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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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犧牲程度越高，投入在公務工作的時間與精力越多，在考績的表

現上也越獲肯定。對機關的陞遷滿意度越高，考績表現也越好，代

表著政府的外在誘因發生效果，公務人員的努力反映在陞遷滿意

上，對陞遷滿意度越高，則工作投入越多，連帶地考績表現也比較

好。  

在機會面向上，機關的陞遷政治性對考績表現沒有顯著的影

響，換言之，機關陞遷政治性的氛圍不至於變成個人追求績效表現

的負向動機。而中央地方年資比則有顯著負面影響，也就是說，當

中央年資比例越高時，考績甲等比例反而較低，此一結果看似不合

理，但是如果從所選取的特定世代樣本來看，此一現象並非不合理。

本文所選取的樣本，是以相當於高考資格進入公職的人，如果在中

央發展，由於在中央的職務最高可至第 14 職等，所以未來有較多陞

遷的可能性，但是中央多屬規劃性職務，職務列等普遍以薦任為主，

其次是簡任及委任，因此雖然職等陞遷的機會多，但是競爭者也多；

相對地，如果在地方發展，最高的職等可能只有到第 13 職等或第

12 職等，早期甚至於局處長僅有第 9 職等，由於地方多屬執行性職

務，職務列等普遍以委任及薦任官等為主，簡任官等的比例偏低，

因此以高考進入地方公職的人，在陞遷上職等陞遷的機會雖然較

少，但是擔任主管職務或者擔任較高階職務的機會偏高，考績乙等

的機會也就相對較低。  

(二) 影響現職職等高低之因素 

關於現職職等之分析，如表四之模型二所示，在控制變數上，

性別和進入公職時的年齡對現職職等有顯著的影響，而婚姻對職等

則沒有影響。結果顯示，男性及進入公職時的年紀較年長者，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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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等較高  (β=.164 及 β=.033)。就 1993 年以高考資格進入公職的

公務人員來說，19 年後，平均而言男性在陞遷上的表現仍是優於女

性，對於政府持續推動促進兩性平權運動而言，兩性在職場表現的

差異究竟是導因於個人能力有別抑或是整體社會氛圍所致，仍然需

要長期持續關注與討論。而進入職場的年紀越年長，可能是因為過

去的工作經驗，不論是因公職的工作經驗或私部門的社會歷練，帶

來業務執行能力及社會知能的相對優勢，進而反映在之後的職場表

現。  

在能力面向上，機關轉換次數越高或教育程度越高者，現職職

等越高；但是政治技能的高低，則沒有顯著的影響。依結果所示，

機關轉換次數越高，職等爬升的機率越高  (β=.760)，在封閉的公務

人力市場中，機關轉換次數可視為一種正向能力的象徵。教育程度

越高，則職等爬升的機率也越高  (β=.475)，教育程度幾乎可以看成

是綜合能力的一種表徵，對於公務人員的職涯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

預測力。至於政治技能對職等的影響，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顯示政治技能可能只是能力的部分面向，尚不足以概括整體的能力

表現。  

在動機面向上，公共服務動機越高、家庭犧牲程度越高、陞遷

滿意度越高，則現職職等也越高  (β=.012、β=.029 及 β=.067)。此結

果顯示公務人員的公共動機越強，其內在趨力將會驅使其為投入公

共事務而助其攀升至更高的職等。而為家庭犧牲程度越高，投入在

公務工作的時間與精力越多，也越容易讓公務人員陞遷至較高職

等。對機關的陞遷滿意度越高，現職職等也越高，意謂著當公務人

員對過去的陞遷情況感到滿意時，就容易獲得外在鼓勵而促使其繼

續努力讓自己陞至更高的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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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會面向上，中央地方年資比越高對現職職等具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但是陞遷政治性對現職職等則沒有顯著的影響。此一結果

顯示，中央地方年資比越高，現職職等也越高  (β=.007)，代表中央

年資的比例越高則現職職等越高，同樣也反映出中央與地方組織結

構及職務結構的差異。整體而言，表四之模型二模也通過了統計上

的顯著性檢定，模型一的 R2 為 .3423，代表可解釋考績甲等比例

34.23%的變異量。經過 VIF 的檢定，此模型各變數之間也不存在共

線性問題。  

表四   工作表現之迴歸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考績甲等比例  2012 職等  

 β 係數  (r.s.e.)     β 係數  (s.e.)   

人口背景變數  

（控制變數）  

      

性別  0.305 (0.094)  ** 0.164  (0.051)  ** 

婚姻  0.232 (0.129)  # 0.065  (0.077)   

1993 年齡  0.012 (0.012)   0.033  (0.006)  *** 

能力面向        

機關轉換  -1.616 (0.417)  *** 0.760  (0.204)  *** 

教育程度  0.232 (0.058)  *** 0.475  (0.034)  *** 

政治技能  0.005 (0.008)   0.005  (0.004)   

動機面向        

公共服務動機  0.014 (0.006)  * 0.012  (0.004)  ** 

家庭犧牲  0.030 (0.011)  ** 0.029  (0.006)  *** 

陞遷滿意度  0.099 (0.012)  *** 0.067  (0.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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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面向        

陞遷政治性  -0.006 (0.011)   -0.001  (0.006)   

中央地方年資比  -0.004 (0.001)  *** 0.007  (0.001)  *** 

常數  -8.928 (0.837 *** 0.511  (0.447)   

N 1420 1420 

F 16.97 76.52 

Df 11 11 

p 值  p<.001 p<.001 

R2 0.1127 0.3423 

註一：  * 代表  p< .05  ** 代表  p< .01  *** 代表  p< .001;  # 代

表 p< .1。  

註二：  此兩個模型各變數的 VIF 均小於 4，代表自變數彼此之間不存

在共線性問題。  

註三：  為方便閱讀，均已將表格中模型一之 β 係數正負值反轉。  

註四：  表格中之 r.s.e.是 Robust Standard Error 的縮寫。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綜合分析 

本研究分別透過考績甲等比率與現職職等來做為衡量公務人員

個人工作績效之依據，並分別以模型一與二來呈現分析結果。綜合

而言，男性、已婚、教育程度越高、公共服務動機的積分越高、家

庭犧牲程度越高、陞遷滿意度積分越高者，歷年之考績甲等比例越

高；機關轉換次數越高及中央地方年資比越高者，則考績甲等比例

越低。男性、進入公職時的年齡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公共服務動

機的積分越高、家庭犧牲程度越高、陞遷滿意度越高及中央地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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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比越高者，則現職的職等越高。  

比較表四模型一考績甲等比例及模型二現職職等之分析  (參閱

表五)，本文發現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公共服務動機程度越高、家

庭犧牲程度越高、陞遷滿意度越高者，對考績甲等比例及現職的職

等，都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顯示這些都是影響公務人員績效表現的

重要因素。上述研究發現也呼應了 Naff and Crum (1999) 研究中個

人學歷、公共服務動機對工作績效的正面影響力，也回應過去文獻

鼓勵針對公共服務動機與工作績效關連性實證研究的呼籲  (Perry 

and Wise, 2010；Brewer, 2008；Perry et al., 2006)。  

本研究亦發現，機關轉換次數對於考績甲等的影響是顯著負

向，但是對於 2012 職等的影響卻是顯著正向，此研究發現可能意謂

著：當個人機關轉換的次數越多時，可能因此被視為對原機關的不

忠誠或對新機關的貢獻度不足，導致在其考績表現比沒有異動者來

得差；另一種可能則是，公務機關認為新進人員考績被評為乙等是

機關檯面下的默契，而本研究發現恰好應證了此種默契存在。然而

機關轉換次數雖然不利於個人的考績表現，但長遠來看卻有助於個

人的陞遷，顯示機關轉調的經驗相當程度意謂著公務人員累積的專

業能力與口碑，換言之，公務人員若能適時透過機關轉調來提升個

人公務經驗與增加多元專業，有助於個人工作績效表現的提升而展

現在陞遷結果上。  

過去有研究顯示，工作家庭之間衝突，可能會對個人工作績效

產生負面影響，並建議採用客觀指標來衡量個人工作表現  (Allen et 

al., 2000)，然而本研究發現，家庭犧牲程度越大並不會使公務人員

的績效表現變差，兩者反而呈現正向關聯性，顯示我國許多公務人

員在取得工作績效的過程，通常也犧牲了許多家庭生活的品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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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並非是一個健康的狀況，如何讓此兩

者脫鉤，將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陞遷滿意度對於工作績效的影響，目前文獻卻相對較少討論這

個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其具有正向影響力，顯示公務人員主觀感知

過去陞遷結果，若能符合個人期待、使自己感到滿意，有助於提升

日後工作績效。  

表五  研究假設與驗證之對照  

 假設  考績驗證  職等驗證  

B.能力變數     

假設一：機關轉換  + - + 

假設二：教育程度  

假設三：政治技能  

+ 

+ 

+ 

 

+ 

 

C.動機變數     

假設四：公共服務動機  + + + 

假設五：家庭犧牲  + + + 

假設六：陞遷滿意度  + + + 
D.機會變數     

假設七：陞遷政治性  +   

假設八：中央地方年資比  + - + 

註：   +代表自變數與依變數呈現正相關；–代表自變數與依變數呈現負

相關。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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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嘗試建立模型，以比較與探討影響同世代公務人員個人

工作績效之因素。有別於過去研究多以個人主觀評量的方式測量個

人工作績效，本研究以客觀資料紀錄公務人員任公職以來的考績及

現職職等作為測量指標，考績數據乃是透過計算該員工獲得考績甲

等的年度佔總任職年度的比例而得，至於現職職等則是公務員歷經

十九年公職生涯奮鬥後，也就是 2012 年所位居的職等。雖然以考績

和現職職等作為衡量個人工作績效之依據有其侷限性，但是過去文

獻也曾嘗試以職等  (grade levels) 及主管考評  (ratings) 等替代變

數來衡量公務人員個人的工作績效  (Alonso and Lewis, 2001)。  

本研究認同以考績做為衡量我國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還是有

其限制，特別是我國公務體系向來有考績甲等比例過高的情形  (張

瓊玲，2014)，不見得能妥善反映我國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之內

涵。因此，本研究除了透過轉換考績甲等比例迴歸模型，讓考績甲

等比例此變數其符合常態分配的假定，以降低統計推論上的偏誤之

外，也試圖藉由討論比較考績甲等比例與現職職等兩模型之差異，

綜合性地探究影響我國公務人員工作績效之因素。另為降低不同年

資所帶來的誤差，本研究鎖定 1993 年以高考資格進入公職的公務人

員作為分析對象，抽樣 1,970 人，經問卷調查及過濾後，有效問卷

達 1,567 份。本研究結合主客觀資料進行分析，降低了同源偏差可

能帶來誤判資料的風險，這是相較於其他相似主題的國內文獻，本

研究主要的突破與創新。  

由於本文研究重點，並非探究「考績甲等比例」與「現職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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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作為衡量個人工作績效的最佳變數，而是在承認此兩變數有

其侷限性的前提下，且沒有其他可得的客觀資料的情形時，用此兩

項變數作為衡量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的替代變數，來探討哪些因

素可能影響公務人員的個人工作績效。因此，本研究同意也承認上

述兩項變數對於衡量公務人員工作績效的局限性，不論是採用「考

績甲等比例」或是「個人現職職等」作為衡量工作績效的替代變數，

都僅能衡量個人工作績效的部分概念，並有一定程度的偏誤存在，

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影響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的原因甚

多，且涵蓋的面向可能同時包含個人層次與組織層次的因素，故參

考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的研究，以能力、動機和機會等三

大變數群組作為研究架構，涵蓋機關轉換次數、教育程度、政治技

能、公共服務動機、家庭犧牲程度、陞遷滿意度、陞遷政治性和中

央地方年資比等八個變數，另包括性別、婚姻和進入公職時的年齡

等三個變數。在資料蒐集上，本研究除使用問卷調查進行資料蒐集

之外，也從人事資料庫中擷取客觀資料予以重整，建構出進入公職

時  (1993 年) 的年齡、中央地方年資比、機關轉換次數等變數進行

分析，而其他變數則主要來自於問卷調查。另外，針對陞遷滿意度

的影響，本研究發現陞遷滿意度對於考績甲等比例及現職職等都有

正面的影響。陞遷是針對公務人員的重要激勵工具，既然有競爭就

會有人得、有人失，因此要讓每個人對陞遷都趕到滿意並不容易。

但是如果對陞遷結果越滿意，則此誘因工具就越有效，也就越能激

勵個人對機關奉獻心力。研究結果顯示，當對陞遷滿意度越高時，

對於個人的績效表現也有正向的影響，換言之，維繫相對公平客觀

的陞遷制度，以提升個人的陞遷滿意度，對於個人績效表現也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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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助益。然而，就個別面向而言，本研究發現：  

首先，以能力面向而言，機關轉換對對考績是不利因素，對職

等而言卻是有利因素；教育程度對考績和職等都有顯著的正面影

響；至於政治技能則對考績或職等都沒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預期

政治技能對於公務人員工作績效會有正面影響，但結果卻顯示兩者

並無關連性。這個結果或許與政治技能本質上是一種影響他人的能

力有關，透過敏銳的社會覺察力，進一步改變他人行為和調整情勢

需求，而這樣的能力有助於溝通協調、建立團隊默契與減少衝突，

因此，對於提升個人工作績效上並沒有太直接或者顯著的影響，但

是卻可能在團隊或者組織層面的績效上產生影響力，或者只具有調

節效果而非直接的正面影響力  (Blickle et al., 2008)，未來研究可針

對這兩個方向做進一步的探究與檢視。  

再者，以動機面向而言，公共服務動機、家庭犧牲、陞遷滿意

度對考績和職等，都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力。針對公共服務動機的

影響，本研究呼應過去文獻鼓勵探究公共服務動機與員工績效或組

織績效關聯性實證研究  (Perry and Wise, 2010；Brewer, 2008；Perry 

et al., 2006)，透過取得國內公務人員考績甲等比例及現職職等等客

觀資料，檢視公共服務動機與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兩者的關聯

性。同時也回應過去文獻中，對於提升公共服務動機，能否促進員

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這樣的研究假設  (Alonso and Lewis, 2001；

Naff and Crum, 1999)。而過去文獻曾指出，針對工作家庭衝突對於

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尚待進一步檢視與釐清，而且建議採用客觀

指標來衡量個人的工作績效，來進一步探究兩者之間的關係  (Allen 

et al., 2000)。本研究發現家庭犧牲的程度越高，公務人員考績甲等

比例和現職職等也越高，但此結果並非鼓勵公務人員放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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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僅專注於工作，此一現象，可能反應出的是當代公務人員可能透

過犧牲家庭生活，來換得更多時間與精力在工作上，而工作上的更

多投入帶來了客觀上個人工作績效的提升，但是本研究並未進一步

去分析，工作影響家庭對於工作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壓力可能的負面

結果。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因此工作家庭衝突所導致的壓力，

是否可能形成另外一種限制，而降低大量時間心力投入工作，所帶

來的個人工作績效的成效。  

最後，就機會面向而言，本研究檢視陞遷政治性及中央地方年

資比的影響，前者影響不顯著，後者對考績影響不顯著，但對職等

卻有顯著影響。一方面來看，針對陞遷政治性可能帶來的影響，本

文認為陞遷政治性是最能反映組織政治性的一種類型，過去研究提

出過高的組織政治性可能帶來對於個人、團隊、還有組織層面的負

面影響，個人績效表現的低落可能是其中一種負面結果，但是在本

研究結果中，並未發現陞遷政治性與公務人員個人工作績效有顯著

的關聯性，這結果可能意謂著，無論公務人員是否深刻感知到組織

內部的陞遷政治性，他們還是為個人的工作績效努力，顯示陞遷政

治性對他們帶來的影響，可能是非個人層次，反而是對於團隊或組

織層面次，例如過去研究中發現陞遷政治性可能減損公務人員對於

組織的信任感  (蔡秀涓，1996)，後續研究可針對這個部分做進一步

分析與釐清。  

另一方面來看，針對中央地方年資比對考績甲等比例和現職職

等的影響，本文發現中央地方年資比越高，亦即中央年資越長，對

於考績不見得有利，但是對現職的職等是比較有幫助的。由此可以

看出，在中央政府服務，就短期的考績而言，不必然有優勢，但就

長遠的陞遷而言，中央的發展性仍然比地方來得好。此也顯示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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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方組織結構與職務結構的差異，對公務人員個人生涯發展的重

要影響。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本研究結合主客觀資料庫，透過分析數據

資料，初探性地探究影響公務人力績效表現之因素，力求突破國內

過往對於公務人力績效表現文獻，因欠缺數據資料，故多處於論述

性研究的困境。雖然仍面臨多項研究限制，例如目前我國公務人力

資料庫，除了與銓審有關之資料，其他客觀資料的完整性與正確性

仍有待查驗，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與運用客觀資料上，仍較為保守。

此外，本研究採用橫斷面資料分析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的方

式，較難完整呈現個體與時間上的差異，以致在探究自變數與依變

數之間的因果關係時，難以提出更穩健的實證分析結果與論述。  

 本研究亦面臨方法論上的限制，由於目前在我國進行組織行為

的量化研究，可以依循的本土理論架構有限，因此本研究以西方理

論為開端，應用我國的文官資料，進行某種程度的實證研究交流，

期透過此研究路徑，一方面增加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及其可能不足之

處，另一方面理解在地經驗資料的可能範圍與限制。本研究在此路

徑下，雖在實證研究分析法有所精進，透過結合主客觀的本土資料，

回應了目前美國公共行政學界對於組織行為研究必須克服同源偏差

的問題，但是在公部門組織行為理論架構的本土化上，仍有待持續

努力，也是公行學界須長期投入與突破的方向。  

後續的研究方向可從三方面開展，首先，針對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所提出的工作績效研究架構，本研究雖從能力、動機

與機會三個面向來探討，相關因素對於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但並

未針對各面向之間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  (interaction) 做進一步的

分析，探究這些交互作用對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而交互作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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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是 Blumberg and Pringle 在其論文中，積極呼籲應考量的重點，因

此，後續研究可針對此部分做延伸與回應。  

再者，針對政治因素對於我國公務人員工作績效影響的部分，

在本研究中，無論是從個人層次檢視政治技能的影響，或是組織層

次檢視陞遷政治性的影響，實證資料的分析結果，都沒有獲得統計

上的顯著性。這個結果可能導因於以下幾種情況：其一，本研究對

於政治因素變數的測量有待改進，未來須透過更精緻的量化問卷來

控制品質；其二，本研究對於依變數的衡量與界定過於狹隘，政治

考量所意圖影響的組織內涵，可能遠超過工作績效的範疇，例如，

個人在組織中的「工作舒適程度」，可能才是政治考量會直接影響

到的依變數，而此部分需要更多的理論討論，方能真正了解與分析

政治因素的作用；其三，如果政治是一種價值判斷，每個人的想法

不同，因此在填答問卷時，問卷受測者對於「政治」這一個詞的定

義沒有一致，以致讓政治因素的相關變數在整體模型的影響力消

失，後續解決方式只能仰賴發展單獨研究政治影響力的組織行為研

究，以進一步更細緻地處理與衡量，各種不同政治因素可能帶來的

影響。因此，本研究實證分析的結果，不全然推翻長久以來學界與

實務界對於政治因素影響我國公務人員工作績效的立論，僅能代表

理論與實務經驗對於政治因素可能帶來的影響，未必能從目前比較

制式化的量化研究獲得。未來或可先透過質化研究的方式，了解臺

灣政府組織的政治性內涵究竟為何，在大量的質化資料當中，找尋

與歸納分析受東方儒家為官文明長期洗禮的公務人員們，對於影響

組織績效運作的政治面的評價與看法，爾後基於上述質化研究，再

進行下一波的量化研究。  

最後，就突破橫斷面資料分析侷限的議題上，在我國公務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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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持續更新與除錯的前提下，後續研究可藉由運用公務人力資

料庫中的客觀數據，發展縱貫研究分析  (longitudinal analysis)，從

跨時的角度探討，影響我國公務人員工作績效因素，藉此提出更具

解釋因果關係的模型。相信透過循證研究之持續投入與發展，未來

將能獲致更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這對於目前正待興利除弊的我國

文官體制而言，藉此發展以數據分析為本的循證式公務人力資源管

理是相當重要的，同時也回應了國際間，如歐盟國家，正積極鼓吹

發展公部門策略人力資源管理，並強調將循證概念落實於實務工

作，以作為公共行政現代化、改善公共行政品質的工具之趨勢，藉

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European Union, 2014)，未來我國文官體制

與人事行政研究與應積極朝此目標持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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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變數操作化  

變數名稱 操作化定義 編   碼 
資料來源/ 

屬性 

依變數    

考績甲等比例 個人從 1993 年至

2012 年生涯考績甲

等次數 /考績總次

數 

0-100 的百分比 人事資料庫/

客觀 

2012 職等 2012 年職等 6 第 6 職等至 

14 第 14 職等 

人事資料庫/

客觀 

自變數    

A. 控制變數    

性別 性別 1 男性 0 女性 問卷/主觀 

婚姻 婚姻 1 已婚 (含離婚)  

0 未婚 

 

1993 年之年齡 1993 年進入公職時

之年齡 

 人事資料庫/

客觀 

B. 能力變數    

機關轉換次數

平均 

進入公職後之機關

總轉換次數除以年

資 

 人事資料庫/

客觀 

最高教育程度 最高教育程度 1 自修 2 小學 

3 初職  4 國初中 

5 高職  6 高中 

7 專科  8 學士 

9 碩士 10 博士 

問卷/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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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技能 受訪者所具備的政

治溝通能力與技巧

高低（共 9 題）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有點同意 

5 同意 

6 非常同意 

問卷/主觀 

C. 動機變數    

公共服務動機 受訪者投入公共事

務與為民服務的意

願強度。（共 14 題） 

同上 問卷/主觀 

家庭犧牲 受訪者評價工作任

務影響到家庭生活

與 責 任 完 成 的 程

度。（共 4 題） 

同上 問卷/主觀 

陞遷滿意度 受訪者評價整體組

織陞遷分配面的公

平程度（共 5 題） 

同上 問卷/主觀 

D. 機會變數    

陞遷政治性 受訪者評估組織政

治因素的程度（共

6 題） 

同上 問卷/主觀 

中央地方年資比 中央年資 /中央加

總地方之年資 

 人事資料庫 /

客觀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66 東吳政治學報/2015/第三十三卷第四期 

 

附錄二：各變數之信度分析   

因
素
名
稱  

問  卷  題  目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α 值 

政

治

技

能  

72. 我很瞭解人性，沒有什麼

人可以騙得了我。  

1563 1 6 3.13  1.03  .832 

73. 在社交場合中，我總是知

道 如 何 透 過言行舉止來

影響他人。  

1563 1 6 3.15  0.94  

74. 與別人互動時，我懂得察

言觀色。  

1564 1 6 3.94  0.89  

75. 我 能 夠 讓 我身旁多數人

對我沒有戒心。  

1564 1 6 3.84  0.91  

76. 我 與 他 人 的溝通協調技

巧很好。  

1565 1 6 3.92  0.83  

77. 對我而言，與他人發展友

好關係是輕而易舉的事。 

1565 1 6 3.84  0.86  

78. 我 在 工 作 上花大量的時

間 與 精 力 與他人建立網

絡關係。  

1566 1 6 2.91  0.94  

79. 我 在 工 作 上善於和有影

響力的人建立關係。  

1566 1 6 2.85  0.97  

80. 我 善 於 使 用我的人脈關

係 來 處 理 工作上面臨的

任何事情。  

1565 1 6 3.2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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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名
稱  

問  卷  題  目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α 值 

共

服

務

動

機  

91.「政治」對我來說是一個

骯髒的詞彙。(R)  

1561 1 6 3.44  1.16  .820 

92. 我 不 關 心 政治人物的一

舉一動。(R)  

1564 1 6 3.56  1.14  

93. 政 策 過 程 中的意見交換

與 相 互 妥 協對我來說是

沒意義的。(R)  

1561 1 6 4.10  1.04  

94. 我 對 我 所 服務的社區與

人民不感興趣。(R)  

1560 1 6 4.38  0.88  

95. 我 對 我 所 服務的社區與

人民作了無私的奉獻。  

1561 1 6 3.83  0.96  

96. 執 行 公 共 服務對我來說

是一種公民責任。  

1562 1 6 4.57  0.77  

97. 當 我 看 到 弱勢的人受害

時，總是感到於心不忍。 

1565 1 6 4.95  0.75  

98. 我經常提醒自己，人們總

是互相依賴的。  

1566 1 6 4.71  0.80  

99. 許 多 社 會 福利與社會救

助計畫是不可或缺的。  

1564 1 6 4.89  0.84  

100.對人民、社會作出貢獻，

比 我 個 人 的生涯發展更

有意義。  

1563 1 6 4.44  0.93  

101. 只 要 我 認 為 對 大 眾 有

利，我可以冒著失去陞遷

機會的風險去爭取。  

1564 1 6 4.16  0.98  

102. 為社會奉獻本來就是我

應該做的。  

1561 1 6 4.61  0.81  



68 東吳政治學報/2015/第三十三卷第四期 

 

103. 我認為當今人們該學、

該做的，不是「取之於社

會」而是「用之於社會」。 

1565 1 6 4.55  0.96  

104. 只要政府官員作出對人

民有益的事，即使傷害了

我個人的利益，我也能夠

接受。  

1563 1 6 4.18  1.00  

家

庭

犧

牲  

68. 我 的 工 作 使得我沒有時

間陪家人。  

1566 1 6 3.18  1.23  .

 

868 69.工作上所花費的時間使我

不 能 分 擔 家庭的責任與

事務。  

1565 1 6 3.19  1.21  

70. 下班後，我常有被榨乾的

感覺，而無法為家庭盡心

盡力。  

1566 1 6 3.41  1.26  

71. 我 在 工 作 上所用來解決

問題的方法，無法有效解

決 家 庭 生 活中所遇到的

問題。  

1562 1 6 3.36  1.12  

陞

遷

滿

意

度  

23. 與 資 歷 相 當 的 同 事 相

較，我相當滿意自己的陞

遷情形。  

1564 1 6 3.43  1.28  .779 

24. 以 自 己 付 出的努力與工

作表現而言，我應該有更

好的陞遷狀況。(R)  

1560 1 6 2.84  0.95  

25. 本 機 關 陞 遷決定的結果

讓 人 覺 得 工作表現好就

能獲得陞遷。。  

1565 1 6 3.30  1.15  

 26. 我 不 認 為 同仁對本機 關

的陞遷結果都滿意（R）  

1563 1 6 2.53 0.92  

 30. 我 滿 意 擔 任公務人員以

來的陞遷狀況  

1564 1 6 3.4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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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

遷

政

治

性  

17. 本 機 關 的 陞遷決定經常

受本機關以外人士影響。 

1556 1 6 3.37  1.36  .722 

18. 本 機 關 中 對長官的逢迎

奉承比起工作表現，對陞

遷更有幫助。  

1558 1 6 3.39  1.35  

19. 本 機 關 中 決策者人馬或

某 些 特 定 的人較容易獲

得陞遷。  

1565 1 6 4.11  1.26  

20. 本機關的陞遷決定，常是

反映決策者的個人偏好。 

1561 1 6 3.98  1.24  

21. 本 機 關 陞 遷決定主要是

以所需人力為考量。  

1559 1 6 3.63  1.12  

22. 本機關陞遷決定，未必以

工作表現為最主要因素。 

1564 1 6 3.91  1.21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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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democratic polity, political pressure for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is inevitable, and Taiwan is no excep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ffer an empirical invest igation into a 

compound perspective of civil service work performance, which 

is proposed by Blumberg and Pringle (1982). However, such 

studies are rare in Taiwan, so a triple-aspect explanandum, 

capacity, willingness and opportunity, is utilized to examine  

categories of factors that might influence the work performance 

of public employees. Also, a dataset with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from the National Public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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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 (NPPD) of the Examination Yuan and a Civil Service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fall, 2013, are collected with three 

focal points. First, there is responding to alleviating the 

“common-measure bias” in the empirical studies. Second, the 

“averag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ult” and “current grade” 

extracted from the NPPD are utilized to be the principle 

dependent variables. Thirdly, a cohort of 1993 recruits was 

sampled to control for the cohort effect. Our findings show the 

followings: (1) work performance of public employees is 

influenced by both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2) in 

the aspect of ability, both educational level and mobility ar e 

influential. But mobility has an opposite impact  on averag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ults and current grade; (3) in the 

aspect of motivati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 sacrifice 

of family life, and promotion satisfaction all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work performance; and (4) in the aspect of 

opportunity, percentage of total years serviced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urrent  

grade. Finally, further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improve 

data extraction and survey questionnaire to fulfilling the 

promise of the evidence-based HRM. 

 

Keywords: Work Performance, Evidence-based HRM, National 

Public Personnel Dataset, Civil Service Survey, 

Capacity-Willingness-Opportunity Model 


